
 

 

政府精准致力农村互联网金融普惠的路径分析*

—基于上海财经大学 2017 年“千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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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上海财经大学 2017 年“千村调查”，对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的使用状况进行了

深入的调查分析。文章采用回归分析验证了农村网户的互联网习惯和政府行为对互联网金融普惠

的影响，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政府在精准致力于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普惠过程中应采用的

最佳路径。研究表明，农村网户的互联网习惯直接有利于农村地区的互联网金融普惠，其中互联网

生活习惯的影响最甚；而政府的各项行为对互联网金融普惠具有间接的正向作用，政府通过改变和

引导农村网户的互联网习惯，间接影响农村地区的互联网金融普惠。文章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结果找出了政府应采用的精准致力路径，即通过改善农村地区的互联网设施、采用更多的互联网宣

传方式以及提供监督其工作的互联网渠道，引导农村网户形成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生活习惯，最终促

进互联网金融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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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如火如荼，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城市，人们已习惯了

出门只带手机而不带现金。在农村，随着硬件设施的逐步完善，互联网金融业务发展也较快。互

联网金融具有传统金融所不具备的优势（谢平和邹传伟，2012）。比如，互联网金融的营业时间和

对象不受时空限制（吴晓求，2015），使用门槛和交易成本较低（王国刚和张扬，2015），供需双方的

信息也比较透明（周立，2007）。因此，互联网金融有利于促使金融资源流向传统金融所忽视的小

微领域，特别是金融分支机构难以触及的农村地区，从而整体上有利于实现金融普惠（宋晓玲和

侯金辰，2017）。2016 年，我国发布《2016−2020 年普惠金融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发挥互联网促

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有益作用”。在利用互联网金融实现金融普惠，并最终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

中，各级政府部门责无旁贷，理应各司其职。有学者深入探讨了中央政府应如何更好地监管互联

网金融（李有星等，2014；杨东，2015；刘芬华等，2016；潘静，2018），如何激励金融机构增加金融供

给（McKillop 等，2007；Koku，2015）。那么，政府应如何从需求角度精准致力于农村互联网金融普

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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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上海财经大学的“千村调查”以“农村互联网应用状况”为主题，深入调查了农户在

互联网业务方面的需求和运用情况，以及政府开展的各项具体工作。调查发现，各地互联网金融

普惠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粟芳和方蕾（2016b）认为，“有为政府”在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过

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政府应主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才能精准地从需求侧促进农村

互联网金融发展呢？本文基于农村互联网金融的一手调查数据，从需求侧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

结论：（1）政府行为并不直接对农村互联网金融普惠产生作用，而是通过引导和培育农户的互联

网习惯产生间接作用；（2）政府在培育农户的互联网习惯时应主要致力于培育其互联网生活习

惯；（3）政府可以通过改善互联网设施、采用互联网宣传手段以及提供互联网监督渠道，营造互

联网生活环境，从而培育农户的互联网生活习惯，精准致力于农村互联网金融普惠。

二、调查过程及分析

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从 2008 年暑期开始，每年一次。2017 年调查组设计了针对农户

家庭情况的农户问卷，以及针对村整体情况的村问卷。农户问卷的调查对象是户主，①村问卷的

调查对象是村长或村支书。调查采用了定点和返乡两种形式。定点调查由 30 位老师带领调查

团队分赴 30 个持续调查的样本县，在每个县中的 2 个代表性乡镇抽取 2 个代表性行政村，在每

个行政村中随机调查 50 个农户家庭。返乡调查则是学生利用暑期返乡自行开展的调查研究。

问卷回收后，初步检查②得到 9 450 份农户问卷和 600 份村问卷。农户问卷中设置了一个前置问

题“请问您家是否能上互联网”。若回答“没有上互联网”，则不再继续调查。因此，本文最终的

研究对象都是具备互联网条件的农户家庭。在剔除了 90 个没有互联网的农户家庭后，共有

9 360 份农户问卷。③调查地区涵盖了除港澳台之外的 31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由于样本数太

少而缺乏代表性，本文剔除了北京、天津和海南的问卷。调查研究均基于农户家庭的互联网金融

需求，未涉及金融机构的供给情况。调查发现，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发展势头整体较好。

（一）村村通网络，户户有设备

2017 年，“村村通网络”已经基本实现。98.66% 的村庄安装了有线通、中国电信 ADSL、联通

宽带等网络。99.32% 的村庄至少能够在村委会、家里、村里学校和电商代购点中的一处上网。智

能手机拥有率达到了 98%。农村网户的平均上网时间为每月 99.86 个小时。图 1 显示，99% 以上

的农户家庭至少有一种设备，④50% 左右的农村网户使用六种及以上的软件，⑤其中使用较多的是

微信、QQ 等社交软件。村村通网络，户户有设备，在农村地区上网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二）农村生产与生活中普遍使用互联网

2017 年，互联网已经渗透到农村网户的生产与生活中（见表 1）。6% 的农村网户依靠网络销

售，5% 的农村网户开始从事网络销售。约 10% 的农村网户在网上采购农用生产资料及农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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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户家庭的户主在家庭中具有比较重要的决定权，在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方面的经历和经验能够代表家庭的水平。

② 不合格的问卷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回答不完整、回答相互矛盾或存在明显错误、村与农户家庭无法匹配等。

③ 下文将上网的农户家庭称为“农村网户”，受访的农户家庭户主称为“农村网民”。

④ 农村网户的上网终端设备包括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数字电视以及固定电话。

⑤ 使用的软件种类包括社交（微信、QQ、微博等）、购物（淘宝、京东等）、金融（支付宝、证券公司应用等）、影视（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

等）、音乐（网易云音乐、QQ 音乐等）、直播（映客、斗鱼、花椒等）、新闻（腾讯新闻、网易新闻、新浪新闻等）、政府网站、信息查询（百度、搜狗、

360 等）、旅游（携程、去哪儿、飞猪、同程等）、游戏（腾讯游戏、网易游戏、消消乐等）、教育学习（百度贴吧、知道、网易公开课、腾讯课堂、宝贝拼

音、学霸君、猿题库、我爱汉字等）以及网上挂号等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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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农村生产开始依靠互联网。在生活消费方面，仅 17% 的农村网户从不网购。27% 的农村

网户通过互联网进行学习或培训。60% 的农村网户从网上获取国家政策信息。互联网已成为农

村社交的重要渠道，仅 2% 的农村网户从不使用社交媒体。可见，农村生产、生活、学习和社交普

遍使用互联网。
 

有一种设备

10%

有两种设备

26%

有三种设备

30%

有四种设备

18%

上网终端 使用软件

有五种

设备10%

有六种设备

6%

没有设备

0% 不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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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

9%

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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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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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种

11%

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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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种

10%

九种

8%

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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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种 2%

十一种 3%

十三种

1%

 
图 1    农村网户上网终端设备和使用软件

 

 
表 1    农村网户的互联网日常

农村生产

网络销售是不是家庭经济来源之一

是 6% 不是，刚开始网络销售 5% 不是，不从事网络销售 88%

在网上采购农用生产资料及农机具的比重

不在网上采购 91% 0%−10% 5% 10%−30% 2%

30% 及以上 3%

农村生活

日常消费中网购的比重

不网购 17% 0%−10% 28% 10%−30% 30%

30% 及以上 25%

农村学习

是否通过网络进行学习或培训

是 27% 否 73%

从网上获取国家政策信息的情况

不从网上获取 40% 每天都会浏览 22% 偶尔会浏览 38%

农村社交

每周查看社交媒体（微信、QQ、微博等）的情况

不登录 2% 24 小时在线 48% 每天登录 1−2 次 36%

每周或农闲时登录 14%
 
 

（三）互联网金融的使用集中于生活消费

调 查 显 示 ， 88% 的 农 村 网 户 至 少 听 说 过 互 联 网 金 融 ， 而 73% 正 在 使 用 互 联 网 金 融 。 在

58% 的村庄中，大多数农村网户都会使用互联网金融的新型支付方式，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见

图 2）。农村网户使用互联网金融明显集中在生活消费领域。从使用互联网金融的服务类型来

看，89% 的农村网户在使用互联网支付；从使用互联网金融的目的来看，92% 的农村网户用于个

人消费。农村网户在生活消费过程中都使用了互联网金融，并渐渐地开始将互联网金融用于农

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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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型 应用目的

生产性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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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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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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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其他

0%

购买化

肥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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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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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医疗

1% 财富增值

1%

个人消费

92%

 
图 2    农村网户使用互联网金融服务的类型和目的

 

（四）政府政务工作网络化

村委会都在将政务工作网络化。68% 的村委会通过政府网络系统来办理日常业务，且业务

种类较多（见图 3）。除了 32% 的村委会尚未利用互联网外，其他村委会都在互联网上办理政务，

合 计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村 委 会 通 过 互 联 网 办 理 两 种 或 三 种 政 务 ， 两 者 占 比 分 别 为 17% 和 16%。

53% 的村委会表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官方微博、公共邮箱或微信群，并且保持了一定的更新频

率。13% 的村委会每天都更新，12% 的村委会则每周更新 2−3 次，更新还是比较频繁的。
 

没有

32%

有一种

8%

有两种

17%

有三种

16%

有四种

10%

有五种

9%

有六种

8%
每天更新

13%

每周更

新2−3次
12%

每周更

新1次

9%

每月更

新2−3次
12%

平均每

月更新

1次

5%

没有或

不更新

49%

利用互联网办理政务种类 村官方微博微信更新频率 
图 3    村委会利用互联网办理政务情况

 

三、研究假设与实证设计

（一）研究假设

互联网金融是一个中国创造的本土概念，出现之初相关研究大多是理论分析（谢平和邹传

伟，2012；李有星等，2014；杨东，2015；韩亚欣等，2016），这些研究为深入理解互联网金融的本质

并思考普惠金融发展之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谢平等（2014）认为，互联网金融具有跨越时空和

低成本的特征，天生就具有明显的普惠性。马九杰和吴本健（2014）认为，互联网金融的本质特征

有利于促进农村贫困地区的普惠金融。丁杰（2015）认为，互联网金融与传统普惠金融存在内在

的耦合性，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为构建我国普惠金融体系带来了新的契机。北京大学互联网

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2016）衡量了全国到地级城市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姚耀军和施丹燕

粟    芳、邹奕格、韩冬梅：政府精准致力农村互联网金融普惠的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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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发现，互联网金融能够有力促进普惠金融水平提升，但在各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本身的

普惠度有待提高。

如何提高互联网金融普惠度呢？在传统普惠金融的研究中，学者发现社会人口学特征、家庭

经济状况、心理因素（Jianakoplos 和 Bernasek，1998；Devlin，2005；Puri 和 Robinson，2007）、收入水平

（王志军，2007；王修华等，2013）、金融知识（田霖，2007）、金融消费习惯（李涛等，2010）、市场竞争

（Gimet 和 Lagoarde-Segot，2012）以及地方财政（张国俊等，2014）等影响因素。借鉴传统金融普惠

的研究，学者认为影响因素包括信贷排斥、价格排斥（王倩和王广轩，2017；何婧等，2017）、自我排

斥（吴本建等，2017）、地理排斥（廖理等，2014；刘传明等，2017）以及工具排斥（马九杰和吴本健，

2014；吴本健等，2017）等。上述影响因素分别来自供给方、需求方和宏观环境。从需求角度分析，

田霖（2007）以及李涛等（2010）认为，收入、学历、年龄、知识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导致消费者具有特

殊的习惯，进而影响最终的普惠水平。粟芳和方蕾（2016a）认为消费者因素是最重要的，何婧等

（2017）认为消费者的习惯在互联网金融中更是如此。千村调查是针对需求侧的调查研究，如何

从需求角度提高互联网金融普惠度呢？根据上述文献回顾，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农户的互联网习惯影响农村地区的互联网金融普惠水平。

政府也是学者集中研究的对象之一。许多学者认为，政府在促进传统金融普惠方面具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Drakeford 和 Sachdev，2001；Mitton，2008；Solo，2008；Koku，2015）。田霖（2011）以及

张国俊等（2014）认为，政策支持和高效的政府管理有利于促进普惠金融。粟芳和方蕾（2016b）证

实了“有为政府”在促进传统金融普惠方面的重要作用。政府应创造适合金融发展的大环境

（Koku，2015），包括法制环境（De Koker，2006）和信用环境（McKillop 等，2007）等，制定包括补贴在

内的扶持政策（McKillop 等，2007；田霖，2011；焦瑾璞等，2015），落实和加大基础设施投入

（O’Sullivan，2000；李建军和王德，2015）。相关文献也肯定了政府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作

用（高红冰，2015；苏颖和芮正云，2015），并从政府规制（刘芬华等，2016；潘静，2018）和风险监管

（李有星等，2014；杨东，2015）等角度进行了研究。那么，从农户需求角度出发，政府应如何致力于

互联网金融普惠进而促进普惠金融呢？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政府在互联网方面的投入和行为影响农村地区的互联网金融普惠水平。

如果假设 1 和假设 2 成立，那么农户的互联网习惯与政府在互联网方面的投入和行为具有

什么关系呢？金融机构和农村网户是互联网金融市场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各级政府是外部的第

三方。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第三方的政府无法“拉郎配式”地强行将供给和需求相匹配，而只能

分别在供给侧和需求侧采取若干措施进行鼓励、引导和扶持。从需求侧分析，政府行为可能通过

影响农村网户的互联网习惯，使其学习并适应互联网生活，产生互联网金融需求，从而提高互联

网金融普惠水平。也就是说，政府行为可能无法直接影响互联网金融普惠度，而是通过影响农村

网户的互联网习惯而间接促进互联网金融普惠。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政府行为并不直接影响农村互联网金融普惠水平，而是通过影响农村网户的互联网

习惯而间接发挥作用。

（二）实证设计

本文将从需求角度入手，分析政府在促进互联网金融普惠中的作用。相关变量定义和实证

分析方法如下：

1. 互联网金融普惠度的衡量

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2016）衡量了全国到地级城市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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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采用的数据来自蚂蚁金服与其他代表性互联网金融企业，也有学者使用人均贷款余额来代

替（吴本健等，2017）。本文在粟芳和方蕾（2016a）的基础上，采用与普惠金融含义一致的指标体系

来 度 量 互 联 网 金 融 普 惠 度 ， 从 表 象 入 手 建 立 渗 透 度 、 使 用 度 和 效 用 度 三 指 标 体 系 （ Beck 等 ，

2007）。其中，渗透度反映了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地区的覆盖情况，使用度刻画了农村网民使用互

联网金融的频率，效用度则衡量了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有效性和农村网民的满意度。表 2 报告了

各指标对应的“千村调查”问题及赋值。
 

表 2    互联网金融普惠度的指标体系及赋值①

渗透度

村 AA8：本村村民是否大部分会使用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是为 2，不清楚为 1，否为 0
农户 D1.2：从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分类来看，你听说过的互联网金融主要有哪些服务？有一种为 1，有两种为 2，以此类

推，没听说为 0

使用度

农户 D2.5&D3.1：如果你家愿意使用或使用过互联网金融，从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分类来看，你愿意使用或使用过的有

哪些服务？有一种为 1，有两种为 2，以此类推，不愿意使用为 0
农户 D3.3：从你家第一次使用互联网金融服务，到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不到半年为 1，半年到 1 年为 2，1 年到 2 年为 3，

2 年到 3 年为 4，3 年以上为 5，未使用过为 0

效用度

农户 D2.4：即使有互联网金融，你家不使用的原因是什么？不安全为 0，不方便为 2，费用太高为 1，没有合适的产品为

1，不会用为 3，已经使用和愿意使用为 4
农户 D2.6&D3.4：如果你家愿意使用或使用过互联网金融，从金融支出的应用点来看，你家愿意使用或使用过什么？有

一种为 1，有两种为 2，以此类推，不愿意使用为 0
 
 

2. 影响因素的指标选择与赋值

习惯是指长时期逐渐养成的、一时不容易改变的行为、倾向或社会风尚。在长时间接触某

种新情况之后，人们会逐渐养成一定的习惯。本文从互联网生活习惯、互联网工作习惯、互联网

学习习惯和互联网社交习惯四个方面来衡量互联网习惯，通过观察农村网户在日常生产、生活、

学习和社交活动中与互联网形成交集的密度，分析互联网习惯对互联网金融普惠的影响。

千村调查项目调查的村委会是由村民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是代表政府的最基层组

织。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是上级政府相关政策和项目的具体实施者，最了解国家相关政策。村委

会的问卷调查能真实反映农村互联网金融的实施情况。另外，村委会与农户朝夕相处，能够引导

和影响农村家庭的行为。对于政府行为变量，本文借鉴粟芳和方蕾（2016b）的研究，结合村委会

的职权范围，着重考虑政府对农村网户的引导和培育以及带头和示范作用，从互联网设施、互联

网培训、互联网政务、互联网宣传、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监督六个方面进行衡量（见表 3）。

表 3    互联网习惯与政府行为的指标选择与赋值

农村网户的

互联网习惯

互联网生活习惯
农户 B2.3：通过上网设备使用哪些软件或应用（可多选）？有一项为 1，有两项为 2，以此类推，没

有为 0

互联网工作习惯

（两项之和）

农户 C1.1：网络销售是不是家庭经济来源之一？是为 2，刚开始网络销售为 1，不从事网络销售

为 0
农户 C3.7：在网上采购农用生产资料及农机具的比重是多少？没有为 0（结合 C3.1 和 C3.2），

10% 以下为 0.4，10%−20% 为 0.8，20%−30% 为 1.2，30%−50% 为 1.6，50% 及以上为 2

互联网学习习惯

（两项之和）

农户 E1.1 和 E1.2：从网上获取国家政策信息的习惯是什么？每天都会浏览为 2，偶尔会浏览为

1，不会为 0
农户 F3.2：过去 1 年在网络教育和学习上大概的时间花费有多少个小时？按实际取值，最大值

为 2，最小值为 0，进行标准化处理

互联网社交习惯
农户 G1.5：每周查看社交媒体的次数是多少？24 小时在线为 4，每天登录 1−2 次为 3，每周登录

1−2 次为 2，农闲时登录为 1，不登录为 0

粟    芳、邹奕格、韩冬梅：政府精准致力农村互联网金融普惠的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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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普惠度、农村网户的互联网习惯与政府行为是本文的三个核心变量，它们均是

由多指标综合后得到的单一指标。各指标量纲各不相同，均需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客观

赋权法中的信息熵法，在利用样本信息的基础上排除主观因素的影响（粟芳和初立苹，2013），将

多指标综合为单一指标。参考普惠金融研究文献，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影响互联网金融普惠度的

一些变量（见表 4）。控制变量数据也来自 2017 年“千村调查”。
 

表 4    影响互联网金融普惠的控制变量选择与赋值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文献出处

经济状况 村 C2.1：去年本村人均纯收入（万元） Kempson 和 Whyley（1999）

地形地貌 村 D0：平原为 4，丘陵和盆地为 3，山地为 2，高原为 1 Singh 等（2013）

交通运输
村I1.1：本村距离最近的公路公里数的倒数乘以道路等级（高速为4，国道为3，

省道为 2，乡村公路为 1）
Church 等（2000）

人口流动

（两项之和）

流出：村 B1.1：本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本县+本省+外省）比例

流入：村 B6.1：最近一年本村农民的返乡比例
霍焰（2013）

环境质量 村 H2：当地生态环境，严重污染为 0，有些污染为 1，几乎无污染为 2 祁毓等（2015）

最低保障 村 G9：最低生活保障线/人均纯收入 王静等（2014）

医疗水平 村 F1：村医疗室和私人诊所总和 李卫平等（2003）

年龄 农户 A2.1：实际年龄

性别 农户 A2.2：男为 1，女为 0

教育程度
农户A2.4：研究生为7，大学为6，大专为5，中专为4，高中、职高或技校为3，初

中为 2，小学及以下为 1
Guiso 等（2008）、李涛等（2010）

家庭收入
农户A3.1：家庭年收入为10万元及以上为5，5−10万元为4，2−5万 元为3，

0.5（含）−2 万元为 2，0.5 万元以下为 1
田霖（2007）

 
 

3. 实证分析方法的选择

在对各调查问题进行赋值，并采用熵值法得到互联网金融普惠度、互联网习惯与政府行为

这三个核心变量之后，本文将深入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被解释变量为互联网金融普惠度，解释

变量为农村网户的互联网习惯和政府行为。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通过观察解释

 

续表 3    互联网习惯与政府行为的指标选择与赋值

政府行为

互联网设施

（两项相乘）

村 AA4（1）：本村是否配有公共电脑供村民和学生使用？没有配置专门的公用电脑为 0，有些电

脑可在某些时段公用为 1，有专门的公用电脑为 2
村 AA4（2）：本村是否配有公共网络供村民和学生使用？没有配置公用 WIFI 为 0，有 WIFI 且村

民需要时可用为 1，有 WIFI 且密码公开为 2
互联网培训 村 AA6：过去 1 年本村在互联网教育和学习方面的累计培训时间

互联网政务
村 AA15 和 AA16：村委会通过政府网络系统处理的业务主要有哪些？有一项为 1，有两项为 2，

以此类推，没有为 0

互联网宣传

（两项相乘）

村 AA19：本村是否利用官方微博账号、公共邮箱或微信群来宣传政策信息和民生信息（是为 1，

否为 0），以及本村或本地的特色产品、旅游等（是为 1，否为 0），两项相加

村 AA20：本村更新官方微博、微信群内容的频率如何？每天更新为 5，每周更新 2−3 次为 4，一

周更新一次为 3，每月更新 2−3 次为 2，平均每月更新一次为 1，其他为 0

互联网金融
村 AA13：农信社等金融机构是否在本村发放过“扶农卡”等，用于支持村民小额循环贷（放贷

后，还贷或续贷可以通过互联网完成），是为 2，不清楚为 1，否为 0

互联网监督

村 AA20：对于社会热门话题以及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问题，本村是否会在公共平台（如

微信、微博等）让村民积极参与讨论或者留言，从而监督各部门相关职能？总是为 3，经常为 2，偶

尔为 1，从来没有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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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互联网习惯和政府行为的系数，检验假设 1 和假设 2 是否成立。

为了检验假设 3，证实政府行为是通过影响农村网户的互联网习惯而间接作用于互联网金

融普惠度的，本文将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结构方程是路径分析的一种。路径分析是一种分

析多变量间复杂因果关系的建模方法（侯杰泰等，2004）。路径分析是多变量线性分析的拓展，一

般不要求各变量间具有相互独立的关系，比较适合分析含有间接影响关系的多变量依存性问

题。通常来说，基于最小二乘法的传统路径分析被称为路径分析，而基于极大似然估计法的路径

分析被称为结构方程模型（SEM）。在涉及多原因、多结果的关系或者变量不可直接观测时，结构

方程模型可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常用于社会科学、心理学等领域（王芳，2013）。本文的

三个核心变量均是基于问卷调查赋值的潜变量，而非直接观测变量，因而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比

较合适。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可提出一个假设的特定因子结构，并检验其与实际数据是否相吻

合。具体过程如下：首先，设定反映多变量关系的方程组；其次，判断方程组是不是可识别模型，

以证实模型的准确性；再次，对于可识别模型，收集显变量的数据，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或广义最

小二乘估计等方法来估计未知参数，找出具有显著影响的路径；最后，根据回归结果绘制路径

图，以反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路径图会显示各变量间的影响途径及方向，并使用带箭头的线表

示预先设定的变量间关系。实际上，图中每条路径都可表示成一个回归方程。根据假设 3，首先

基于一级指标进行分析，结构方程组设定如下：{
Ind = β1Gov+ε1

IFI = α1Ind+β2Gov+ε2

（1）

其中，IFI 表示互联网金融普惠度，Ind 表示农村网户的互联网习惯，Gov 表示农村网户所在地政

府的行为。我们通过观察式（1）中各变量系数的大小及显著性，可以分析政府行为影响互联网金

融普惠度的路径。本文将进一步基于二级指标来探寻政府应采取的精准路径，结构方程组设定

如下： {
Indi(4×1) = β3(4×6)Gov j(6×1)+ε3

IFI = α2(1×4)Indi(4×1)+β4(1×6)Gov j(6×1)+ε4

（2）

其中，Govj 表示政府行为中的第 j 个二级指标，Indi 表示农村网户互联网习惯中的第 i 个二级指

标。这实际上是矩阵计算，下标括号内为矩阵的维度。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 2 和表 3 中核心变量的定义，本文采用熵值法，求出各指标熵值，得到各二级指标

的权重。从表 5 中可以看到，在互联网金融普惠度的三个二级指标中，使用度的权重最高，渗

透度次之。因此，农村网户使用互联网金融的情况是互联网金融普惠的最佳展现。在农村网

户的互联网习惯中，互联网工作习惯的熵值最高（70.67%），说明农村网户的互联网工作习惯

的影响最大。人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工作中所形成的习惯反映了互联网习惯

中的主要特征，也影响着其他各种互联网习惯。政府行为的各二级指标的权重相差不大，相

对而言，政府所组织的互联网培训和投入的互联网设施最能反映政府行为。根据表 5 中的权

重，结合表 2 和表 3 中各调查问题的赋值，我们得到各核心变量的取值。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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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互联网金融普惠度各指标权重

互联网金融普惠度
渗透度 使用度 效用度

0.381 0.404 0.216

农村网户的互联网习惯
互联网生活习惯 互联网工作习惯 互联网学习习惯 互联网社交习惯

0.059 0.707 0.210 0.024

政府行为
互联网设施 互联网培训 互联网政务 互联网宣传 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监督

0.211 0.285 0.109 0.156 0.084 0.156
 
 

 

表 6    变量描述性统计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25% 分位数 中位数 75% 分位数 最大值

核心变量

互联网金融普惠度 1.815 0.879 0 1.216 1.949 2.463 4.255
互联网习惯 0.764 0.554 0 0.411 0.636 0.907 3.983

政府行为 0.196 0.135 0 0.101 0.174 0.290 0.601

控制变量

经济状况 1.275 1.000 0.05 0.6 1 1.6 7
地形地貌 3.165 0.848 1 3 3 4 4
交通运输 1.439 0.945 0.02 1 1 2 4
人口流动 0.842 0.287 0 0.681 0.9 1 1.95
环境质量 1.499 0.500 1 1 1 2 2
最低保障 0.040 0.083 0 0.015 0.023 0.038 0.953
医疗水平 2.171 2.175 0 1 1 3 21

年龄 38.590 13.477 10 28 39 48 93
性别 0.540 0.498 0 0 1 1 1

教育程度 2.836 1.529 1 2 2 3 7
家庭收入 3.178 1.153 1 2 3 4 5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来检验互联网金融普惠度与互联网习惯和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在

回归分析时采用三个模型，第一个模型中只有互联网习惯单个变量；第二个模型包括互联网习

惯和政府行为两个变量；第三个模型包括互联网习惯、政府行为以及所有控制变量。表 7 中核心

变量互联网习惯和政府行为的回归结果均比较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R2 增大，但整体上不高，

这与本文仅考虑了需求侧因素有关。从回归系数来看，农村网户的互联网习惯和政府行为对互

联网金融普惠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的假设 1 和假设 2 成立。相对而言，农村网户互联网

习惯的影响明显大于政府行为的作用效果。从控制变量来看，环境质量、医疗水平和性别对互联

网金融普惠度的影响不显著，其他变量的影响均比较显著，其中年龄的影响为负，其他变量的影

响则均为正。从系数大小来看，年龄对互联网金融普惠度的影响最大。这表明年纪较轻的农村

网户使用互联网金融较多，因而互联网金融普惠度较高。

表 7    回归分析结果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互联网习惯 0.543*** 37.94 互联网习惯 0.533*** 37.41 互联网习惯 0.385*** 28.16
政府行为 0.095*** 10.82 政府行为 0.081*** 9.82

经济状况 0.052*** 3.74
地形地貌 0.019*** 2.94
交通运输 0.015** 1.97
人口流动 0.026**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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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构方程分析

1. 基于一级指标的分析

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来估计式（1），结果见表 8。从中可以看到，当被解释变量为互联网金融

普惠度时，解释变量互联网习惯的路径系数为 1.200，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而政府行为的路径系

数为 0.011，并不显著。当被解释变量为农村网户的互联网习惯时，解释变量政府行为的路径系

数为 0.076，也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结构方程中，解释变量政府行为对互联网金融普惠

度的直接影响是不显著的，而是通过中间变量互联网习惯间接产生作用。互联网金融普惠度、互

联网习惯和政府行为之间存在图 4 所示的影响路径。
 

表 8    一级指标的结构方程分析结果①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z 值 P 值

互联网金融普惠度
互联网习惯 1.200*** 0.041 29.619 0.000

政府行为 0.011 0.027 0.409 0.682

互联网习惯 政府行为 0.076*** 0.019 4.017 0.000

χ2 3 345.60 CFI 0.909 RMSEA 0.059
 
 

 

0.076*** 1.200***

0.011

互联网习惯
互联网金融

普惠度
政府行为

 
图 4    政府行为影响互联网金融普惠度的路径

 

根据图 4 中互联网习惯和政府行为对互联网金融普惠度产生影响的显著路径，假设 3 得到

验证。政府行为对互联网金融普惠度的直接影响不显著，而是通过影响农村网户的互联网习惯

而间接产生作用。

2. 基于二级指标的分析

本文将进一步深入分析政府行为与互联网习惯二级指标之间的关系。上文检验表明假设 3
成立，即政府行为不会直接对互联网金融普惠度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对式（2）进行了调整，结构方

程组设定如下： {
Indi(4×1) = β3(4×6)Gov j(6×1)+ε3

IFI = α2(1×4)Indi(4×1)+ε4

（3）

 

续表 7    回归分析结果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环境质量 −0.006 −1.52
最低保障 0.042* 1.95
医疗水平 0.014 0.77

年龄 −0.216*** −17.79
性别 −0.006 −1.53

教育程度 0.122*** 15.26
家庭收入 0.156*** 22.46

常数项 0.323*** 95.25 常数项 0.293*** 68.03 常数项 0.241*** 21.89

R2 0.133 R2 0.144 R2 0.278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粟    芳、邹奕格、韩冬梅：政府精准致力农村互联网金融普惠的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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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的左侧展示了政府行为的 6 个二级指标对互联网习惯 4 个二级指标的影响。从中可以

看到，并不是每一条路径都是显著的，仅观察显著的路径，政府所组织的互联网培训对农村网户

的互联网学习习惯的影响为负，其他变量的路径影响方向均为正。这说明政府所组织的互联网

培训与农村网户的互联网学习之间具有替代关系。另外，政府行为对农村网户的互联网生活习

惯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对互联网工作习惯的影响比较轻微，仅互联网设施和互联网监督对互联

网工作习惯有一定的作用。①政府组织的互联网培训、采取的互联网宣传方式、提供的互联网金

融感受和互联网监督渠道均对农村网户的互联网学习习惯产生正向影响。政府提供的互联网设

施、互联网金融和互联网监督渠道则影响农村网户的互联网社交习惯。从影响大小来看，政府采

取的互联网宣传方式对农村网户的互联网学习习惯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政府提供的互联网监督

渠道对农村网户的互联网社交习惯的影响，排在第三的是政府提供的互联网设施对农村网户的

互联网生活习惯的影响，第四和第五是政府采取的互联网宣传方式和互联网监督渠道对农村网

户的互联网生活习惯的影响。表 9 的右侧展示了互联网习惯的 4 个二级指标对互联网金融普惠

度的影响，其中每一条路径均显著。农村网户的互联网生活习惯对互联网金融普惠度的影响最

大，其次是互联网社交习惯的影响。
 

表 9    二级指标的结构方程分析结果

政府行为 互联网习惯 系数 P 值 互联网习惯 互联网金融普惠度 系数 P 值

互联网设施

互联网生活习惯

0.041*** 0.000

互联网生活习惯

互联网金融普惠度

0.418*** 0.000

互联网培训 0.027*** 0.009

互联网政务 0.022** 0.048

互联网宣传 0.036 ** 0.014

互联网金融 0.021* 0.052

互联网监督 0.030** 0.043

互联网设施

互联网工作习惯

0.020* 0.058

互联网工作习惯 0.090*** 0.000

互联网培训 0.002 0.812

互联网政务 0.011 0.337

互联网宣传 −0.023 0.120

互联网金融 0.010 0.352

互联网监督 0.026 * 0.084

互联网设施

互联网学习习惯

0.017 0.111

互联网学习习惯 0.063*** 0.000

互联网培训 −0.022 ** 0.034

互联网政务 −0.002 0.855

互联网宣传 0.055*** 0.000

互联网金融 0.027** 0.010

互联网监督 0.027* 0.066

互联网设施

互联网社交习惯

0.023** 0.032

互联网社交习惯 0.180*** 0.000

互联网培训 −0.007 0.480

互联网政务 0.015 0.186

互联网宣传 0.011 0.443

互联网金融 0.025** 0.018

互联网监督 0.043*** 0.004

χ2 213.64 CFI 0.985 RMSEA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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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府行为 6 个二级指标对互联网习惯 4 个二级指标的路径系数与互联网习惯 4 个二级指

标对互联网金融普惠度的路径系数相乘，可以找到政府致力于提高互联网金融普惠度的最佳路

径。图 5 展示了政府行为的 6 个二级指标影响互联网金融普惠度的前十条重要路径。农村网户

的互联网生活习惯对于提高互联网金融普惠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的各项工作应围绕培

养农村网户的互联网生活习惯入手。具体而言，政府应通过改善互联网设施、采取更多的互联网

宣传方式以及提供更多的互联网监督渠道，影响农村网户的互联网生活习惯，使其逐渐习惯于

互联网生活模式，从而提高互联网金融普惠度。这是政府精准致力于互联网金融普惠发展最有

效率的三大抓手。
 

互联网金融

普惠度

互联网设施

互联网培训

互联网政务

互联网宣传

互联网金融

互联网监督

互联网社交习惯

互联网学习习惯

互联网工作习惯

互联网生活习惯

0.015

0.009

0.0080.013

0.009
0.005

0.004

0.004

0.011

0.017

 
图 5    政府行为影响互联网金融普惠的重要路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17 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从需求侧深入调查分析了农村地区的互联网

使用状况、互联网金融发展情况以及政府的相关行为。研究发现：（1）农村地区的互联网使用情

况呈现比较可喜的局面，基本实现了“村村有网络、户户有设备”，农村网户对互联网金融的使用

逐渐增多。（2）在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普惠的发展过程中，农村网户的互联网习惯具有了明显的

作用。（3）政府的各项行为也影响互联网金融普惠的发展，而这种影响是间接而非直接的。具体

而言，政府可以通过改善互联网设施、采取互联网宣传方式以及提供互联网监督渠道，影响农村

网户的互联网生活习惯，从而促进互联网金融普惠，这是政府精准致力于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

普惠的有效路径。本文研究认为，政府在促进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普惠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清楚认识自己在促进互联网金融普惠过程中的地位。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发展是由供

给方和需求方决定的，政府只是外部的第三方而已。政府的任何行为都应从促进供给与需求双

方达成和履行契合的角度出发，否则自己单方面的行为只是良好的愿望而已，“拉郎配式”的做

法不会产生有效作用。

第二，清楚认识自己在促进互联网金融普惠过程中的作用。政府发挥的是间接作用，而无法

直接促进互联网金融供求。“可以把马儿拉到河边，但无法强制它喝水”。因此，政府只能鼓励、

支持和引导供给方和需求方，提供条件和设备，直接干预互联网金融市场供求关系的做法是不

恰当的。

第三，清楚知晓自己在引导需求侧工作中的着力点。政府应着力于培养农村网户的互联网

生活习惯，只有农户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完全无法离开互联网，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互联网生活方

式，互联网金融普惠才能实现。农村网户的互联网生活习惯对互联网金融普惠的影响是最大

的。因此，政府致力于农户互联网生活习惯的培养应该是最有效的做法。

粟    芳、邹奕格、韩冬梅：政府精准致力农村互联网金融普惠的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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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精准确定自己在促进互联网金融普惠过程中的有效路径，即如何有效影响农户的互

联网生活习惯。本文研究指出，政府最有效的路径就是通过改善互联网设施、采取更多的互联网

宣传方式以及提供互联网监督渠道，影响农村网户的互联网生活习惯，从而提高互联网金融普

惠度。

　　*　感谢上海财经大学 2017 年“千村调查”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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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Path for Governments to Improve Internet Financial
Inclusion in China’s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Thousand Village Investigation” of SUFE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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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Finance，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2.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China)

Summary:  In 2017, the “Thousand Village Investigation”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

nomics conducted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use of Internet finance in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puts

forward hypotheses from the demand side of Internet finance. We suppose that, although government behavi-

or has an impact on the level of rural Internet financial inclusion, it does not have a direct impact, but indir-

ectly plays a role by influencing the Internet habits of peasants.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data, firstly, a three indexes system, i.e. the degree of penetration, usage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imagery for Internet finance inclusion, is set up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Internet finance in-

clusion （IFI）. The Internet habits of peasants （Ind） are measured by four indexes and government behavior

（Gov） is measured by six indexes. The entropy evaluation method is used to get the weight of each index and

measure the three kernel variables finally. The OLS regression model is used to the initial analysis, in which,

the explained variable is IFI, and explanatory variables are Ind and Gov.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Ind

and Gov affect IFI positively.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is used in the path analysis among three

variables. The SEM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rect effect from Gov to IFI is not significant, while it is significant

between Gov to Ind and Ind to IFI. That means the effect from Gov to IFI is indirect and through the middle

variable of Ind. Path analysis is continued deeply based on the secondary level of indexes, in order to get the

best detailed path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financial inclusion by governments. In detail, gov-

ernments should improve the equipment of Internet, adopt more Internet publicity methods, and provide more

Internet channels to supervise the work of governments, so as to affect the Internet life habits of peasants, and

make them gradually accustomed to the Internet life mode and improve the Internet financial inclusion. This is

the three most efficient hands of governments in the process of precisely being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Internet financial inclusion.

　　In conclusion, we suggest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realize their role clearly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Internet finance inclusion.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are the main two parties of the Internet financial

market. Governments are only the third party outside of the market, which has an indirect effect instead of pro-

moting the supply or demand directly. Everything is nothing if any government is going to intervene the sup-

ply or demand of the Internet finance market directly in rural areas. Actually, governments should do harder to

train peasants having an Internet life habit. Only when peasants naturally get used to the Internet life and can-

not live without Internet, would the Internet finance inclusion in rural areas develop well automatically.

Key words:  rural finance； Internet finance； inclusive finance； demand side； governments

（责任编辑  康　健）

  2020 年第 1 期

•  18  •


